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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變革之歧路： 

《春秋董氏學》與《春秋繁露義證》的 

「改制」論爭 

吳曉昀 

摘 要 

本文以董仲舒「改制更化」說中蘊含的文化變革問題為基礎，比較康

有為《春秋董氏學》中的「孔子改制」說與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中的「改

制立義」說，探討二家如何在清末世變中論述「道」的同、變之理。藉此，

本文回應當前學界對康、蘇論爭的解釋爭議，析論康有為及蘇輿面對世變

的取徑異同，也呈顯儒家改制說的文化變革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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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ergence of Culture Reformation:  
On the Debate over “Gai-Zhi改制”  
in Chunqiu Dongshi xue春秋董氏學  

and Chunqiu fanlu yizheng春秋繁露義證 

 Wu Hsiao-y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bat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tween Kang Yowei 
康有為 and Su Yu 蘇輿 on the theory of “Gai-zhi 改制” which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Dong Zhongshu 董仲舒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implies the 
issue of basis of culture reformation. By comparing Kang’s and Su’s explanations 
of the reasons that “Dao 道” is not only unchangeable but also changeable, this 
article responds the current discussions about the Kang’s and Su’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e transformation, and also presents a Confucian way of 
thinking on the compromise between 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radical abol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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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清光緒 23 年（1897）前後，康有為（1858-1927）著成《孔子改制考》

與《春秋董氏學》。二書要旨互通。前書以二十一「考」為目，摘錄闡釋

先秦兩漢典籍，欲發揚孔子「立教改制」的「三世之義」。1後書則以《春

秋》之「旨」、「例」、「禮」、「口說」、「改制」、「微言大義」及

「董子經說」等目，主題式地摘錄《春秋繁露》並加評注，欲發揚「醇儒」

董仲舒之公羊學，以明孔子「口說所傳」之「微言奧義」。2二書成為康有

為對清廷君臣倡議變法的依據，也震撼士林，引起正、反兩面迴響。 
於是宣統 2 年（1910），蘇輿（1874-1914）《春秋繁露義證》刊布。

該書採傳注形式，逐篇隨文校注。序文自云：「余少好董生書，初得凌氏

注本，惜其稱引繁博，義蘊未究。已而聞有為《董氏學》者，繹其義例，

頗復詫異。」因此自立一家言，欲矯嘉慶道光之後公羊學者鑿之過深的流

弊，以發揚董仲舒的「純儒」之學。3〈自序〉所謂「詫異」，〈例言〉自

注說得較為明白：「光緒丁戊之間，某氏有為《春秋董氏學》者，割裂支

離，疑誤後學。」蘇輿並撮舉三端：所謂微言影射失實；「三統改制」說

條貫未析；指為口傳者實已見於《公羊傳》，則是讀傳未周。4 
這起藉著闡釋《春秋繁露》進行的論爭，近年受到學界關注。論者或

各擁康、蘇立場，或者居中兼論異同。鄧國光發表〈蘇輿《春秋繁露義證》

初探―兼論晚清今文公羊學〉，認為討論康有為公羊學之變法改制時，

不能忽略蘇輿「針鋒相對的反擊」對康說的「消解的力量」，5並指出蘇輿

辨正的三要點：改制、孔子為王、微言與大義。相對地，郭曉東〈維新與

守舊之爭：論《春秋董氏學》與《春秋繁露義證》對董仲舒的不同詮釋〉

則認為：康有為論口說微言與改制，是通經致用的今文經學；而蘇輿雖從

公羊學提出商榷，卻是古文經學之見，不能真正回應或批評康說。6比觀二

 
1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孔子改制考》（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1-2。 
2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1-2。 
3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1-2。 
4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例言》，頁 3。 
5 鄧國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初探―兼論晚清今文公羊學〉，《經學義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572-594；引文見頁 573、594。 
6 郭曉東：〈維新與守舊之爭：論《春秋董氏學》與《春秋繁露義證》對董仲舒的不同詮

釋〉，收於復旦大學上海儒學院編著：《多元視角下的康有為問題》（北京：生活‧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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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與蘇輿自注，「改制」顯然是爭論焦點。但是康有為的改制說和變法倡

議密不可分，然則，康、蘇之爭是否源於支持或反對變革的歧見？姜廣輝、

李有梁〈維新與翼教的衝突與融合―康有為、蘇輿對《春秋繁露》的不

同解讀〉對此提出商榷。該文主張「康有為等人的『維新』理論與蘇氏等

人的『翼教』理論既有對立衝突的一面，也有相互融合的一面」，並指出：

面對現實變局，康、蘇其實有許多相通之處。一來，兩人都推崇公羊學與

董仲舒，而《春秋繁露》本身就「帶有濃厚的改革意識」；7再者，從生平

及詩文來看，蘇輿絕非守舊之人，他反對一味排斥西學，也認為清廷應該

變法自強；並且，到了辛亥革命之際，兩人的政治意見轉為同調（蘇輿自

注其詩，謄錄康有為寄黃興論共和的長信）。可見二家異同需要更仔細的

分析。 
康、蘇都推崇董仲舒，是一個思想的關鍵處。正如姜廣輝、李有梁所

指出，董仲舒的改制說深具改革意識，然而這不只是因為倡言改制順承武

帝興作之意，8而是因為董仲舒藉著改制說設計了一套聚焦道之同、變的變

革論。〈賢良對策〉痛陳當下承秦亂世，「習俗薄惡，人民嚚頑」；卻又

否定武帝設問的道不相因說，力主「道者萬世無弊」。9對於董仲舒來說，

不變革無以扭轉亂世積習，但變革又不等於盡棄先王之道。於是為何變、

如何變，就成了一個需要仔細處理的問題。董仲舒因而提出改制更化說，

詳細闡釋易代之際的人文／文化秩序變革。10值得注意的是，如前述，改制

 
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年），頁 111-134。 

7 姜廣輝、李有梁：〈維新與翼教的衝突與融合―康有為、蘇輿對《春秋繁露》的不同解

讀〉，《天津社會科學》2010 年第 3 期，頁 131-139；引文見頁 137。 
8 同上註，頁 137。 
9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 56，

頁 2518。 
10 文化變遷是一個中、西各有思考的共通問題。但是此間涉及古今用語之異，需作簡要說

明：「文化」、「人文」、「人道」、乃至「文明」等詞彙，在古漢語本相涉相近，即人事、

人所為者。詳言則實際用例以「人道」為主；「人文」用例雖少，但本於《易經》賁卦〈彖〉

傳，也是確定下來的用法。而今日這幾個詞彙意義的差異，其實是清末民初以後為了翻

譯西文名詞所衍生的分化建構，初始且有混用的情形（如以「人文」譯「culture」）。為

了貼近董仲舒、蘇輿、及康有為（早期）的語用習慣，同時避免讀者閱讀上的古今義干

擾，本文以下一般折衷使用「人文」指稱今人習用的「文化」。至於相關譯詞在清末民初

的發展情況，可參見章可：《中國「人文主義」的概念史（1901-1932）》（上海：復旦大

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44-148、152-160；黃克武：〈從「文明」論述到「文化」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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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也正是康有為與蘇輿意見分歧的癥結。改制說既然由來於漢初對貴古與

法今的爭辯，且又由董仲舒設立道之同、變的意義方向，則康有為與蘇輿

爭論改制說的可能意涵，便應不只是出於現實立場或經學家派的對立，而

是：面對第二次轉型時期，儒者如何說解人文／文化秩序之變的合理性與

範限，再次面對「恆久不易之謂道」與世變的緊張衝突？ 
由此，本文將以筆者對董仲舒改制說的研究作為參照的出發點，探討

康有為與蘇輿如何藉由改制說詮解易代之際的同、變問題；二家歧見意涵

兩條分歧的道路，或是有其殊途同歸的共通觀點？結構上，將先簡要說明

董仲舒之「改制更化說」中的「道同」與「道變」，並釐清康、蘇二家關

注之處；繼則分別根據康有為《春秋董氏學》、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對

「改制」的論說，探討二家對於道之同、變的論述。 

二、道之同、變：董仲舒的改制更化說 

董仲舒的改制說主要見於〈賢良對策〉及《春秋繁露》之〈楚莊王〉

與〈三代改制質文〉（〈玉杯〉、〈王道〉、〈符瑞〉等篇亦涉及相關說

法），是公羊學―特別是清代公羊學―的討論重點，晚近也被用以分

析董仲舒的歷史觀。但是，此間卻少有人關注董仲舒改制說的由來。實際

上「改制」一詞並非董仲舒首揭，漢初時說甚至衍生出「古今異道」的觀

點。由於秦漢之際對儒家最主要的質疑在於儒者持說先王之道而「以古非

今」，「古之道可合於今」成為漢初儒者的重要課題。董仲舒因而回應「改

制」時說，既藉此主張六藝與儒學之於漢世的重要價值，也確立改制說內

在「道之同、變」的命題。 
漢初的「改制」時說今已不詳，根據董仲舒的簡述，持此說者以先王

改制為證，主張先王之道代有更迭廢興，故可知「道」因時而異，一代有

一代之道。〈楚莊王〉： 

《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

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

 
清末民初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重要轉折〉，收於黃俊傑、［日］安藤隆穗編：《東亞思想交流

史中的脈絡性轉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2 年），頁 113-115、119-127。
並需說明者，本文指出的「同、變」，不同於「常、變」。後者意指某種不延續的特殊狀

況，前者則意謂既有秩序的轉變甚至轉型，詳本文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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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

也。11 

〈楚莊王〉斥持此說之人為「自僻者」，蘇輿則疑為「殆其時博士習《春秋》

雜說者有此議耶」。12實際上此說的力量不可小覷。因為這個觀點直接針對

儒家以「先王之道」形成的論述基礎，以及六藝典籍用於今世的合理性。

尤甚者，漢武帝詔問賢良的制文，也是由此出發： 

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陵夷至乎桀紂之行，

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

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凡所為屑屑，

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13 

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

哉？14 

這兩段文字分見於第一與第三篇制文，其意與〈楚莊王〉所述時說相通，

只是武帝表述為一種存疑之論，藉此要求眾賢良發表對於古今政治之變、

以及當下政治之道的看法。於是，如何分梳三王之道不同與儒家所說的

「道」不變易，進而證明儒家之道有助於世變之際的當代政治，便成為董

仲舒論說改制時主要的問題意識。 
因此，董仲舒的改制說，需以當時思索「易代之變為何」的角度解讀。

《春秋繁露‧楚莊王》回應「自僻者」之言，將「改制」說解為： 

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

王，非繼前王而王也。……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

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

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白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

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

 
11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1，頁 16。 
12 同上註。另案：蘇輿認為這是「溷道與制而一之」。惟蘇輿自有對「道」、「制」的界定與

分判，詳本文第四節。 
13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頁 2496。 
14 同上註，頁 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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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

已。15 

據此，「改制」具體而言即「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是易代

之後的政治宣示。董仲舒對應時說，指出「王者必改制」不等於「王者必

易道」，並解釋「王者必改制」是為了顯明受命。可注意的是「若……盡如

故，亦何改哉」一句，言下之意，若「不盡如故」，便會另有一種不同於「改

制」的變改。只是若未發生此變，則前、後王之道就沒有不同之處，如舜

「主堯之道」而無所更為。 
換言之，藉著改制說，董仲舒將「易代之變」區分為兩種：一是「改

制」，是易姓更王後必然出現的政治舉措，但此變無關「易道」；另一種

則展現為「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不「如故」。

〈楚莊王〉沒有正面說明後者，但〈賢良對策〉作出詳細闡發，第三策云： 

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

臣聞……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

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

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

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

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

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

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

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

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

其道變。16 

引文中的底線部分，對照即前引〈楚莊王〉對改制之變的說解。包括「改

制」具體而言為順天命的正朔、服色之變，以及堯、舜、禹聖王相繼時僅

有「改制」而不改道―此故「繼治世者其道同」。不過在此同時，粗體字

部分又指出另一種唐、虞、夏所無的易代之變，其即「言其所損益」的「救

弊之政」。何謂救弊？據引文，「弊」非「道」本身之弊壞，而是「道之失」

 
15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1，頁 16-18。 
16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頁 2518-2519。粗體、底線為筆者

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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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道不蔽壞，所謂「道之失」即後文「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

故政有眊而不行」。為此，新受命者需要「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這一點

造成「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之「三王之教所祖不同」―此即「繼

亂世者其道變」。至於此變具體所指，〈對策〉第一策已先指為「復修教化」： 

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

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

更化也。17 

也就是說，若前承亂世，就不能只有顯明受命的「改制」，還必須有修補道

弊的「更化」。三代聖王之道因此有「變」，但也因此修復經驗世界之失道。

綜上，「道」萬世不變，但是易代之際卻有「改制」與「更化」兩種變遷，

後者用以修復有弊的「先王之道」，使「道」復現於世。 
就董仲舒的論述來說，「復修教化」是他對當下易代之變的持說重點。

〈賢良對策〉論教化之宗旨、辦法，又亟言今日復修教化的重要性與急迫

性，對改制則僅作簡要陳述。而《春秋繁露》則將教化視為政治要務，要

求君王「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18並觀〈賢良對策〉與《春

秋繁露》之〈深察名號〉、〈實性〉等篇，董仲舒且將「教化」闡發為人

文的起源―教化使人「明於天性」，人因而能夠自知貴於萬物，進而開

展人文活動與倫理秩序。由此觀之，復修亂世之失道、失教，猶如重新回

到人文秩序的起點，並在矯正前代之弊的任務目標下，再次開啟人文的運

作。從治世繼治世便無所謂修復看來，董仲舒並不認為「更化」是道在質

性上必然開展出的程序，但是既然實踐上無法避免人失道而生弊，則革新

前代之教、返本重啟，就是前承亂世時必要的舉措。此說因而一面持守「道

同」的前提，一面確立「道變」的合理性，是董仲舒改制更化說面對現實

世變的重要觀點。 
不過，對於康有為和蘇輿的論爭而言，更需注意的是董仲舒對「改制」

的闡述與意義界定。首先，改制的目的既然在昭示天命轉移，其變化的理

則便也不離政權更迭。《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將「改制之變」落實

為「三統」說，設計出一套朝代遞嬗論。要言之，距今最近的三代形成白、

赤、黑「三統」，三色依序循環，新朝出則最遠的舊朝遞移入「五帝」之

 
17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頁 2504-2505。 
18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6，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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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最遠之「帝」則移入「九皇」。即今朝若為赤統，則前朝為白統，前

朝之前為黑統；今朝之後，復為黑統，先前的黑統則進入「帝」之五色循

環。以此理路，〈三代改制質文〉的表述為殷白、周赤、《春秋》黑： 

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夏故虞，絀唐謂

之帝堯，……制質禮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

時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制文禮以奉天。武王

受命，……繼文以奉天。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

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

宋。19 

中段論及武王、成王，意在補述一「統」之內的政權轉移仍應秉持以德受

命，否則天命可能轉移。此意在〈對策〉改以周宣王中興來說，文云：「至

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

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20但武、成、宣皆是「繼前王而

王」，不當新統，可知三統遞嬗只限於政權易姓之際。 
進言之，董仲舒對黑統的指陳也別有用意。本文後兩節將指出，康有

為與蘇輿對「《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詮解分歧的焦點，在於孔子是否

能夠自當一王。然而這個焦點並不真正對應西漢語境及董仲舒思想。一則，

在漢初政治氛圍下，賈誼、董仲舒等學者其實鮮少直接稱道「孔子」，〈賢

良對策〉推尊《春秋》時連帶指陳孔子為《春秋》作者，在秦漢之際的政

治場域中已是很大的推進。21二則，以西漢的歷史語境而言，董仲舒另立一

套朝代遞嬗論，並將《春秋》置於末端，既是仿照時說，也有不尋常之處。

《春秋》是書而非人，其屬性本不能與商湯或周文王同類並比。董仲舒如

果只是要說解三統的循環規律，大可自黑統言起，即依序論夏黑、殷白、

周赤，如此便可以禹、湯、文王等列，且不必為相應《春秋》屬性而改變

文例，如將「變某作某號」改為「作新王之事」。惟衡諸漢代思想脈絡，這

個以《春秋》當新統的安排其實有其論說模型。如蘇輿注所及，董仲舒的

 
19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7，頁 183-186。案：以本段排比結構而

言，末句標點宜從前文，作「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 
20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董仲舒傳》，頁 2499-2500。 
21 吳曉昀：《道與政之間：周秦漢之際的孔子論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22年），頁

314、32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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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說需要與五德終始說並觀。22該說出自鄒衍，並大興於周末；旨在以五

行生剋解釋朝代遞嬗、興替的規律。而根據現存殘簡所述，周末漢初流行

之五德終始說的基本模式就是虛懸末位，藉此引起聽者期待。其意如孫廣

德所指： 

照常理都應數它一圈，但他卻偏要留下一個空位，這便含有很

重大的政治意義了。就是說，既留下一個空位，自然要有一個

人坐上去，……在戰國之末，想坐這個位子的國君，必然大有

人在。23 

當此說廣布，更會形成天下眾民所認定的政權合法性根據。據《史記》，秦

始皇和漢高祖都相當注意自身的五德序列，可知五德終始說在周末漢初並

非今人所認定的陰陽異說，而是一種關乎政權基礎的論述。此之所以張端

穗指〈三代改制質文〉： 

目的不在建構歷史哲學，闡述夏商周三代改制的內容，而在於證

明孔子作《春秋》正是符合古代歷史發展的規律而提出的新王的

內容。……漢代君王只要採納《春秋經》的內容作為立國之法，

他們就是依循了過去三代改制的原則，他們的統治就是符合天

意，就具有統治之正當性。……王朝接納《春秋經》不僅可建立

道德上的權威，更可建立統治上的權威。24 

白統殷湯「制質禮以奉天」，赤統周文「制文禮以奉天」，然則繼起之黑統

亦當有制，而此制已在《春秋》。並可注意的是，既然朝代遞嬗論的慣例就

是以末位為未落實的虛待之君，則三統說在當時別於成說的特殊處，反而

不在勾懸新王，而是強調每一統都要「制作以奉天」，藉此凸顯《春秋》的

重要性，進而主張當前應該根據《春秋》為變。 
綜上，董仲舒的改制更化說，既論說「道」脫離變化衰敗、萬世所同

的「道同」，也論說經驗世界中歷代王道失而復修的「道變」。此說於是為

 
22 根據蘇輿所言：「五行更王之義……後世因之，有歷代所尚之色，大抵取五行生剋為義。

至元、明服御專用黃色，國朝因而不改，始闢五德舊說矣。」可知此說且流衍至元、明。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7，頁 183。 
23 孫廣德：《先秦兩漢陰陽五行說的政治思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123。 
24 張端穗：〈董仲舒思想中三統說的內涵、緣起及意義〉，《東海中文學報》第 16 期（2004

年 7 月），頁 55-103；引文見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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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留下思辨的端緒―如何對應當下人文秩序的轉型之勢，再次論證儒

家之道既同且變，成為「改制說」在下一次世變中再度揭櫫的關鍵課題。 

三、世變與道同：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說 

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學》中極力推崇董仲舒，認為

幸有董仲舒傳改制說，否則後人無以得見《春秋》微言與孔門要旨。他所

闡述的「改制」明顯超出《春秋繁露》文本所能負荷的詮釋範圍，導致人

們因此將康有為的改制說看作他諸多「缺少歷史證據」的「玄想」之一，

或是他為變法等現實目的所造作的託辭。25然而，從董仲舒揭示之道同、道

變的角度看來，康有為與董仲舒之說其實既有深層歧見，也有旨趣相通之

處，並從中開展出康有為對於道之同、變的兩面論述與思考。 

（一）「改制」新解 

康有為的「改制」新說，奠基於重新界定「改制」的概念意涵。首先，

康有為將「改制」等同「立制」（或「立法」、「立度」、「制法」）。《孔

子改制考》往往連用或混用，沒有明顯區別。如「孔子改制」，卷 8 篇題作

「孔子制法」；〈孔子創教改制考〉「孔子改制總義」條，內文逕道「儒教

禮制義理，皆孔子所制」。26《春秋董氏學》行文多隨《春秋繁露》用「改

制」，但是「立制」之意仍在字裡行間。如〈春秋改制〉題為「改制」，稱

說孔子時的表述卻是「制作主」與「創制立義」。27「改制」一詞的「創立」

之義遂被特別突顯出來。再者，「改制／立制」又是「創教」的主要內容。

《改制考》卷 2 說「諸子創教」是「樹論語，聚徒眾，改制立度，思易天下」，

卷 9 篇序則云：「凡大地教主，無不改制立法也。」28《董氏學》多用「立

教」，但〈春秋改制〉篇序論「《春秋》專為改制而作」之義，直指《春秋》

微言是孔子「創教大義」，29可知《董氏學》所謂「立教」亦即《改制考》

習用的「創教」，且創教的主要內容就在制法作《春秋》。 

 
25 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頁 72-73，

「第 3 章 儒學新詁」。 
26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孔子改制考》，卷 9，頁 215。 
27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卷 5，頁 110、111。 
28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孔子改制考》，卷 2，頁 9；卷 9，頁 214。 
29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卷 5，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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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既通同「立制」而為「創教」之舉，這個詞彙便脫離了戰國

西漢語境的歷史用法，進入康有為建構的語義脈絡與概念結構，並大幅開

放其意義範圍。總的來說，康有為的「改制」既不是易代後的政治宣示，

也不指三代聖王之文，而是世間賢哲所設立的一切義理、制度。康有為在

《孔子改制考》中強調，「改制」出於世間才智尤秀傑者，這些人物並出

創教，各「改制立度，思易天下」，欲建立一種能涵括天下秩序的教說。

卷 2〈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篇序云： 

積人積智，二千年而事理咸備。於是才智之尤秀傑者，……各因

其受天之質，生人之遇，樹論語，聚徒眾，改制立度，思易天

下。……皆堅苦獨行之力，精深奧瑋之論，毅然自行其志，思立

教以範圍天下者也。外國諸教亦不能外是矣。當是時，印度則有

佛婆羅門及九十六外道並創術學，波斯則有祚樂阿士對創開新

教，泰西則希臘文教極盛，彼國號稱同時七賢並出，而索格底集

其成。30 

周末諸子改制創教，印度、波斯、泰西賢哲也如此。這表示就概念上來說，

「改制」的施為者不限定為聖王，也沒有時空脈絡限制。卷 9〈孔子創儒

教改制考〉，又將「義理制度」一併說為孔子改制立法的內容： 

凡大地教主，無不改制立法也。諸子已然矣。中國義理制度皆立

於孔子，弟子受其道而傳其教，以行之天下，移易其舊俗。31 

如前節所述，董仲舒的「改制」只涉及政權轉移後部分的名物規制，不涉

及「道」，也不屬於三代聖王之道變；移易舊俗的工作應歸於「更化」。康

有為則不做此區別，「改制」不只囊括「教化」，且擴及「一切制度」與「義

理」。32「改制」於是既不必發生在政權易姓之際，也不必取決於君權，且

可能指向人文秩序的全盤改造。 
 

30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孔子改制考》，卷 2，頁 9。 
31 同上註，卷 9，頁 214。 
32 因此，《春秋董氏學》諸多看似表述儒學的說法，在康有為的理路中實即孔子「改制」

的內容。如〈春秋微言大義〉篇序所云：「自元氣陰陽之本，天人性命之故，三統三綱

之義，仁義中和之德，治化養生之法，皆窮極元始，探本混茫。孔子制作之本源次第，

藉是可窺見之。」其中自「元氣陰陽之本」至「治化養生之法」等等孔子之「制作」，

在康有為的論述脈絡中都屬於孔子之「改制」。［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

氏學》，卷 6 上，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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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制」君王義的轉置 

不過，康有為一面廣論諸子改制，一面又著力闡發孔子改制的特殊性。

前述康有為說諸子皆改制，使「改制」不限定為君王。但是當論及「孔子

改制」時，「改制」的君王義卻重新被突顯。《孔子改制考》卷 8〈孔子

為制法之王考〉將文獻中各種「王」號連結至孔子。33《春秋董氏學》則藉

著闡說《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的「《春秋》作新王之事」及「改制」，

將孔子說為「君王」。卷 5〈春秋改制〉「受命改制」條，先逕指《春秋

繁露‧楚莊王》「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即孔子所為，34釋云： 

孔子受命制作，以變衰周之弊，改定新王之制，以垂後世，空言

無徵，故託之《春秋》。35 

又引《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36申說孔

子便是改制、制法之君王： 

《論語》：「文王既沒，文不在玆。 」孔子已自任之。王愆期謂文

王者孔子也，最得其本。人衹知孔子為素王，不知孔子為文王

也。或文或質，孔子兼之。王者，天下歸往之謂。聖人天下所歸

往，非王而何？猶佛稱為法王云爾。37 

如前節所述，董仲舒的表述一般只稱頌《春秋》，並以孔子為《春秋》作者。

康有為直接將孔子推為「受命制作，以變衰周」之人，又以一種避開政權

統緒的說法來定義「王」字，顯示他既不只是要推《春秋》為孔子寄義之

書以「尊經」，也不只是要循舊說頌孔子為玄聖素王以「尊孔」，更要使孔

子直接具有「某種君王」的身分。根據他的說法，「君王孔子」的王統在「教」

而不在「政」，猶如佛教所謂法王。《孔子改制考》且更為明白地指出：孔

子是「改制立法之教主聖王」，只是後世不知尊教主／制法主而獨尊人主，

「盡以其權歸之人主」，導致大道不行於世。38在康有為看來，即便改制是

 
33 包括：制法之王、新王、素王、文王、聖王、先王、後王、王者。其中不乏牽強附會，

如董仲舒的一文一質本是易代更化之旨，康有為轉指為孔子兼文王、質王二名。 
34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1，頁 18。 
35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卷 5，頁 112。 
36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7，頁 181。 
37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卷 5，頁 112。 
38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孔子改制考》，卷 8，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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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事，直稱「孔子改制」亦無疑義，因為孔子正是「教」之「王」。也就

是說，康有為所謂的「孔子改制」，並不是以「作者」身分透過《春秋》參

與更化，而是以「教王」的身分直接創生「改制」。 
可附論者，董仲舒改制更化說所關聯的「教以成性」，也被康有為歸

諸孔子所為。《孔子改制考》總序慨歎今日不得見太平、大同之世，源於

孔子改制之義未能行於天下。箇中因果關係，《春秋董氏學》書序開篇有

較詳細的陳述： 

苟非毛羽爪角之倫，有所行必有道焉，有所效必有教焉。無教者

謂之禽獸，無道者謂之野人。道教何從？從聖人；聖人何從？從

孔子；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經。六經粲然深美，浩然繁博，將何

統乎？統一於《春秋》。……《春秋》三傳何從乎？從公羊氏。……

惟《公羊》詳素王改制之義，故《春秋》之傳在《公羊》也。39 

這段文字乍看之下似乎意在推重《公羊》。但是康有為曾於他處另言「讀

《公羊》先信改制，不信改制，則《公羊》一書，無用之書」，40可知這段

文字的語意層遞是由大而小。「從公羊氏」只是一種「法門」，使人藉此得

知孔子改制創教之義、從孔子之道而行，進而成為有教、有道之人。據此，

康有為的「孔子創教改制」便另又涉及「人」與「毛羽爪角」之禽獸的基

本區別。 
以上這些以君王義為中心的說法，使孔子的地位陡然升高，並使康有

為的改制說往往被視為其尊孔論述的一環。41本來董仲舒主張應以《春秋》

為新統之文，但其說同時言及周統從文、商統從湯，不曾表述為天下道理

惟孔子是從。至《孔子改制考》，雖然有時持平地說諸子或西教各有所長，

卻是一貫地獨尊孔子之教，堅稱孔子改制處處皆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儒

墨最盛並稱考〉稱儒、墨皆行仁兼愛，但墨家「其道枯槁太觳，離天下之

心，天下弗堪，咸歸孔子」；〈周末諸子並起創教考〉則稱孔子之教是「積

諸子之盛，其尤神聖者」。42然則孔子以外的各種改制人物，其實猶如雞群

 
39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頁 1。 
40 ［清］康有為講，張伯楨整理：《康南海先生講學記》，收於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

為全集》第 2 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21。 
41 如黃進興：〈清末民初宗教的「去宗教化」〉，《從理學到倫理學：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

化》（臺北：允晨文化，2013 年），頁 275。 
42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孔子改制考》，卷 18，頁 412；卷 2，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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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鶴，是康有為用以突顯孔教如何脫穎而出的陪襯。此外，董仲舒說改制

是人「顯明天志」之舉，教化則為君王要務。但在康有為，「改制」是孔

子「代天立言」： 

孔子之創制立義，皆起自天數。蓋天不能言，使孔子代發之。故

孔子之言，非孔子言也，天之言也；孔子之制與義，非孔子也，

天之制與義也。天之制與義，游、夏自不能贊一辭，餘子安能窺

測？但觀其制作服從而已。43 

「孔子改制」遂分享天的超越與崇高，依理要求人們「但觀其制作」、「服

從而已」。 

（三）「改制」易代義的削除 

君王義之外，則有「改制」之易代義的問題。康有為對「改制」易代

義的處理較不受研究者矚目，卻與道之同、變問題有深刻關聯。不同於對

君王義的轉置，康有為多方面地刻意削除「改制」一詞的易代之義。其中

一個細微但斧鑿之跡明顯的做法，表現在康有為對「改正朔、易服色」之

詞的處理方式。《孔子改制考》與《春秋董氏學》多次摘錄《春秋繁露‧

楚莊王》「王者必改制。……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一

段，但對「正朔、服色」一概不予置評。並觀他處，則只有《孔子改制考》

所謂：「儒者創為儒服，時人多有議之者。……豈知易其衣服而不從其禮

樂喪服，人得攻之；若不易其服，人得遁於禮樂喪服之外，人不得議之。

此聖人不得已之苦心。故立改正朔、易服色之制。佛亦必令去髮、衣袈裟

而後皈依也。」44「正朔」在此毫不相關；而「服色」被解釋為「儒服」，

則完全脫離原義。據此可以推知康有為有意地忽略這兩個標誌「改制」之

易代義的詞語。 
「改制」之易代義的削落，也見於康有為將董仲舒的三統說解釋為孔

子之制作。董仲舒的改制說以易代作為三統遞嬗的動力因，而三統遞嬗的

表徵則是三代改制，是以董仲舒所謂的「改制」必然由「易代」而生。然

而康有為的三統說卻做出一系列變動：首先，康有為改說夏、商、周為三

統。《春秋董氏學》書序： 

 
43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卷 5，頁 111。 
44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孔子改制考》，卷 9，頁 228-229；重見於卷 7，頁 17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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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讀《繁露》，則孔子改制變周，以《春秋》當新王，王魯絀杞，

以夏、殷、周為三統，……日道不休。45 

由於董仲舒的三統是循環運作，夏亦為黑統，因此依理確實可說「夏、殷、

周三統」。但是〈三代改制質文〉本來並非如此表述，論三統而不言《春

秋》，也不符合董仲舒的論述目的。進則，康有為不只是不提及《春秋》為

三統之一，而是將《春秋》撤出「三統」之外。《董氏學》卷 5〈春秋改制〉

「王魯」條引〈三代改制質文〉「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

評曰： 

公羊傳《春秋》，託王於魯，何注頻發此義，人或疑之，不知董

子亦大發之。蓋《春秋》之作，在義不在事，故一切皆託，不獨

魯為託，即夏、殷、周之三統，亦皆託也。46 

「託」字意涵託與被託的相對關係，因此所謂《春秋》之義託於三統，表

示「三統」不再是「《春秋》」所歸屬的遞嬗秩序，而是疏離並降階為《春

秋》託義的對象。據此，康有為進一步主張：文獻所見的三統異制，並非

源於古史中的朝代更迭，而是出於孔子。〈春秋改制〉「改制三統」條詳引

〈三代改制質文〉，論云： 

《春秋》一書，皆孔子明改制之事。……《春秋》雖為孔子所

託，而運之三代。夏殷無徵，……此夏、殷、周之制，安所從來？

蓋五復、九復，亦孔子所託而已，制則或文或質，法則或陰或

陽；姓則或子或女，法則或天或地；形則或圓或方或長，統則或

白或赤或黑。雖有異同，然皆推算之法，故知出自一手。蓋聖人

胸有造化，知天命之無常，慮時勢之多變，故預立三統以待變

通。達之百王，推之九復，範圍無外，非聖人之精思睿慮，其孰

能為之？……嗚呼！非聖人，而能中有天地如是乎？ 

孔子創義，皆有三數，以待變通。醫者製方，猶能預製數方，以

待病之變，聖人是大醫王，而不能乎？47 

 
45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頁 1-2。 
46 同上註，卷 5，頁 114；重見於卷 2，頁 28。 
47 同上註，卷 5，頁 119-120。 



文化變革之歧路：《春秋董氏學》與《春秋繁露義證》的「改制」論爭 113 

 

「制則或文或質」至「統則或白或赤或黑」一段，概括〈三代改制質文〉

所詳述的三代異制，並整體作為孔子的創發。藉著這套新的三統說，「改制」

的易代之義被架空，至多只是孔子託義時的說辭。論者或謂此說破壞古史，

其實康有為改制說的問題意識不在實證，而在義理。48《孔子改制考》卷 1
只用「茫昧」、「無徵」指稱上古三代，並不否定古代聖王的存在；49《春秋

董氏學》則根本未加闡述。相較之下，康有為更加著重的主張是「聖人胸

有造化」，文獻中的三代事跡都是孔子的設計安排。所以此處也可以換一個

角度來說：藉由削除「改制」的易代義，康有為將夏、商、周三代之「三

統」解釋為孔子所設計的變化進程，如留予後世的錦囊妙計，隨時推移而

預作規畫。 
只是，這個解釋另對董仲舒的「改制」及「三統」作出重要改變。康

有為將「三統」解釋為孔子隨時推移的預先規畫，其實是將「三統」併入

「三世」並論。《春秋董氏學‧春秋例》「三世」條引《春秋繁露‧楚莊

王》「《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之三世異辭說，50

論云： 

三世為孔子非常大義，託之以《春秋》以明之。所傳聞世為據

亂，所聞世託升平，所見世託太平。亂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

者，漸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

全備也。51 

實則〈楚莊王〉、乃至《春秋繁露》全書沒有據亂、升平、太平之語，這三

個語彙取自何休對《春秋》異辭由來的解釋。52康有為以何休語意中的「作

 
48 這一點可證以《春秋董氏學》首卷篇序揭櫫之旨：「蓋《春秋》所重在義，不在文與事也。」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卷 1，頁 1。 
49 康有為沒有明確肯定或否定曾經有堯、舜、文王。本來「託」字的對象可虛可實，《孔子

改制考》且云，「堯、舜自讓位盛德，然太平之盛，蓋孔子之七佛也」，以及「若堯、舜、

文王之為中國古聖之至，為中國人人所尊慕，孔、墨皆托以動眾，不待言矣」，這些說法

都意蘊「本來有」堯、舜、文王。《改制考》強調的是：「可知六經中之堯、舜、文王，

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託，……不必其為堯、舜、文王之事實也。」［清］康有為著，樓

宇烈整理：《孔子改制考》，卷 12，頁 284-285。 
50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卷 2，頁 28-29。 
51 同上註。 
52 《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注：「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內

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

離會，……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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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意」為證，再以「三世」統括「三統」，主張二者要旨都在孔子制作用

心，且是孔子託言的「改制」進程，並在「改制三統」條提出「三世三統」

的兩層結構： 

三統三世，皆孔子絕大之義。每一世中，皆有三統，此三統者，

小康之時，升平之世也。太平之世別有三統，此篇略說，其詳不

可得聞也。53 

即孔子預立三世之義，且三世中各有三統；〈三代改制質文〉所述為小康之

世的三統，惜太平世的三統不詳。54如此一來，「三統」既推移亦循環的運

作方式，便被「三世」的推移所襲代，「改制」的推動也由「易代推移」純

化為「與時推移」。 

（四）康有為改制說中的同與變 

由此，康有為的改制說，對同、變作出兩面論述。「變」的一面易明。

《孔子改制考》與《春秋董氏學》皆屢稱孔子變周之制、孔子立制以變通

云云，不難獲知「變」這個概念在康有為思想中的正面價值。與董仲舒之

說相較，「變」在康有為改制說中的指涉範圍與必然性大幅提升。如前節

所述，董仲舒的更化說使「易代之變」在特定意義上具有正當性（因為前

朝失道，所以後繼者只得有變，才能使天下秩序復歸於道），且具有一定

程度的必然性（因為經驗世界中的先王之道難以無失，因此現實上更化難

以避免）。但更化之變到底不是理想情況，也不是道的本然運作，只是為

了修復、維持「道」之有而不失所不得不然。而在康有為，改除亂世只是

世間賢哲創教立制的共通背景，涉及一切「義理制度」的「變」則被提升

為「孔子之道」本然的運作秩序。升平世有升平世之教，太平世有太平世

之教；升平世之中，三統又各自成文。此間變化不僅正當而必然，且是本

來如此。反倒「不變」才是亂世的表徵，即康有為所慨歎的「改制之說湮，

三世之說微」，「使大地不早見太平之治，逢大同之樂」。55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38。案：「據亂」之語為康有為另取自何休序。 

53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卷 5，頁 120。 
54 據《孔子改制考》，太平世之義託於唐堯、虞舜，是「人道之至」。［清］康有為著，

樓宇烈整理：《孔子改制考》，卷 12，頁 283。 
55 同上註，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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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言之，康有為改制說所意涵的前、後代關係，加強了人文秩序之變

的變革意義。因為其說之「變」的運動模式，沒有採用三統之循環，而是

直接奠基於三世之推進遞移。《公羊傳》「三世」所謂「有見、有聞、有

傳聞」的說法，本就帶有由古至今的時間流動性。《春秋繁露‧楚莊王》將

「三世異辭」之義歸結於「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56更帶有世遠親盡

的思維，而世遠親盡的發展是不可逆的。至何休言「於所傳聞之世，見治

起於衰亂之中」、「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

進一步意涵朝向治世推演的進程。康有為據此發揮為「三世進化」。當「改

制」依照「三世」模式來發展，則其所意涵的文化秩序之變，就會一同進

入這個線性推進的模式。也就是說，在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說中，人文秩序

之變不是董仲舒所謂對前代偏誤的修正或權衡執中，而是離開前代，走向

下一個新階段。就此而言，無論這個離開的過程是漸變或劇變，兩個階段

之間的意義互動幾乎消失。康有為沒有說明三世之後者對前者的正、負面

意義與作用，也不曾說後者將可修正前者、或前者會影響後者的方向。就

他的表述來看，三世三統皆自以一種不同既往的型態蛻變，進入文化秩序

的下一階段。如此，康有為改制說中的「變」，就意蘊一種比董仲舒說更斷

然的變革思維。也就是說，在康有為的改制說中，「道」不是只在經驗世界

的實踐中可能需要藉由某種人為變革來復原，而是本就有變革之理，需要

人來實踐其所要求的推陳出新。 
然而在另一方面，康有為有他自身理路中的道同論。前述康有為改制

說的重點在於「孔子制法」，且三世三統皆為孔子所制。此說的弔詭之處

在於：如果一切的人文秩序之變都出於孔子的設計，則這些依循孔子之道

的「變」就不能說是興廢、更替，也不能說是變革或修正。因為三世三統

共以孔子之法為內在質性，於是每一世的變化，既不是後者革除弊壞的前

者，也不是各自作為「所祖不同」的相異形態，而只是要共同走向自我完

成。不僅如此，三世三統早已為孔子制定，後人只需依循。這表示康有為

改制說中的「變」，無關、也不受任何外力因素的影響。縱使他將諸多西

學西制說為孔子改制的內容，但是究其論述，這些被援引的西學西制，不

過是用以說明：「孔子早為之預制，寄之三統，以待後世，顧役之時用

 
56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1，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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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57這種說法，表面上是現實脈絡中的崇洋媚外或實證視角下的神化

孔子，但以理論設計的角度來看，這意謂康有為改制說中的人文秩序其實

是在自足的世界中走向大同，他者無與焉；而「孔子制法」雖含納人文秩

序的種種變化，自身卻如天一般超越人間的現實脈絡，永為不刊之鴻教。 
循此理路，康有為的改制說以一種截然不同的路徑，歸往一個與董仲

舒共同的宗旨：人們應該遵循《春秋》之教、孔子之制。而且他將經驗世

界中的「道同」限定為孔子之道，因此永無新統取而代之的隱憂。《孔子

改制考》終卷引董仲舒〈賢良對策〉「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

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一段，稱道：「自此至今，皆尊用孔子。」58

在康有為的理路中，這與他在《春秋董氏學‧春秋改制》呼籲有變的「天

下安所習，蔽於一統，若見聖人三統之運量，如聞鈞天，其有不悲憂炫視

者，將別見天地之大矣」義理相通。59其「孔子改制」說呈顯對「道同」的

解消，其理論結構卻是以「道同」消融「道變」。這使他一面以孔子改制

說宣揚變法，一面堅信，一旦此說遂行，孔子大道將能超越現實脈絡的變

動或政治的興衰，「窮變通久，至萬千統可也」。60 
然而，在蘇輿看來，康有為的改制說直是「變道」之說，種種看似尊

孔的言論亦屬妄誣聖人。他以傳注經解形式詳加考辨，從中展現不同於康

有為的另一種同、變思考。 

四、道同與制變：蘇輿的改制立義說 

蘇輿在《春秋繁露義證》序云：「余少好董生書，初得凌氏注本，……

已而聞有為《董氏學》者。」又云：「國朝嘉道之間，是書大顯，綴學之

士，益知鑽研《公羊》。……頗復鑿之始深，漸乖本旨。」61可知他並非因

康有為方讀《春秋繁露》，也與晚清公羊學有隔閡。今人或因《翼教叢編》

而將蘇輿視為守舊人物，忽略他曾自費隨清朝使節團訪日考察憲政，「訪

日本郵政電信行政實況，廣購法規，欲有所建白」，「周歷大小學校，諮

 
57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卷 3，頁 72。 
58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孔子改制考》，卷 21，頁 450。 
59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卷 5，頁 121。 
60 同上註。案：蕭公權曾指出：「把康氏的以儒改制視作變法的權宜之計是不正確的。保全

中國的文化認同（儒學）和維持中國的政治獨立（帝國），在康的心目中是同等重要的，

兩者都不能被『西潮』所吞沒。」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頁 97。 
61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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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教育行政，留數月而歸」。62在這樣的學思背景下，他一面稱道「後世以

訓詁義理分漢宋學派，不知董君書實為言義理之宗」，63一面著作《春秋繁

露義證》闡述其義，並在以注解回應康說之際，提出他自身對於道之同、

變的說解。 

（一）「改制」辨正 

相對康有為將「改制」抽離原有語義脈絡，蘇輿詳細辨說「改制」一

詞本有特定指涉。〈楚莊王〉「王者必改制」句下徵引典籍而歸本先秦兩

漢時的詞義，指： 

並以改制屬王者。其文甚明，其事則正朔、服色之類也。64 

「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句下，則博徵《白虎通‧三正》、《白虎通‧

號》、《公羊傳》隱元何注、《孔叢子‧雜訓》、《春秋緯元命苞》及《晉書‧

輿服志》為證，65云： 

正朔服色數者，為天子大禮。易姓受命，必顯揚一二，以新民耳

目。若議變更於守成之代，則不識治體矣。66 

前句總括所引，中句直解〈楚莊王〉原文，末句則意指在當今這個「守成

之代」妄論「改制」之人。蘇輿並在「王者必改制」句下論說：由於概承

秦制，漢朝直到武帝太初元年方改正朔服色，「董子此書，作於太初前，蓋

漢初儒者通論，非董創說。故余以為董子若生於太初後，或不齗齗於是。

歐陽修譏其惑於改正朔，殆未深究其時也。後人因此動言改制，則愈謬

矣」。67意即，董仲舒不會在「易代」之外的語境中發此議論，因為「改制」

只是政權易姓時的天子行事。 
循此，蘇輿進一步闡述「改制」，並聚焦《春秋繁露》中關聯於「《春

秋》當新王」的文句，以辯駁康有為的論說。首先，蘇輿指出：〈三代改

 
62 楊樹達：〈平江蘇厚菴先生墓誌銘〉，收於［清］蘇輿著，林慶彰、蔣秋華編，楊菁點校：

《蘇輿詩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 年），頁 256。 
63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董子年表》，頁 482。 
64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1，頁 15。 
65 同上註，卷 1，頁 17。 
66 同上註。 
67 同上註，卷 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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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質文〉並非孔子改制之文。《義證》錄魏源《董子春秋發微》序文，案

語總挈其意： 

〈三代改制〉一篇，言《公羊》學者多盛稱之，其實此篇乃言典

禮。「以《春秋》當新王」諸語，則漢世經師之設詞也。68 

蘇輿對此所作的長篇考辨，分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故《春秋》

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及「黜夏，親周，故宋」兩句

下。（此是何休王魯說所本，也是康有為改制說的立論根基）69針對「《春

秋》作新王之事」，蘇輿認為： 

蓋漢承秦統，學者恥言，故奪黑統歸《春秋》。……以為繼《春

秋》，非繼秦也。……此亦漢世不以秦為受命之王之證。不以秦

為受命王，斯不得不歸之《春秋》以當一代。……然則推董生之

說當何從？曰：董主三統迭用，既以《春秋》當一代正黑統，漢

當親黑統正白統矣。70 

據此，「三統」是周、秦、漢，以《春秋》代言秦；而非商、周、漢，以《春

秋》為漢法。且從《春秋》用周正而兼用夏時來看，文中所云三代正朔，「不

關孔子《春秋》之旨」。71蘇輿認為由此可知： 

此云改統，自是一時師說，與《春秋》不相蒙也。72 

至於被何休解釋為一科三旨（新周、故宋、《春秋》當新王）的「黜夏，

親周，故宋」，則是何休「昧於董，兼盲於史」之造說，73而後人又為其

所誤。實則「親周」非「新周」，蘇輿以康熙朝封元、明之後為事證，解

釋為： 

 
68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春秋繁露考證》，頁 502。標點為筆者所改。 
69 《春秋董氏學》書序首揭：「孔子改制變周，以《春秋》當新王，王魯絀杞。」（杞國為

夏人後裔，絀杞即黜夏。）［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頁 1-2。何休

王魯說以及清代之正反意見的簡要述評，可參見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3 年），頁 380-385。 
70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7，頁 185。 
71 同上註，頁 186。 
72 同上註。 
7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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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絀、有親、有故，新王之典禮宜然。……蓋差世遠近以為親

疏，推制禮以明作經之旨，理自可通。74 

因此： 

知此文之紀典禮，則諸傅會之說可廓然矣。75 

也就是說，在蘇輿看來，〈三代改制質文〉中的「《春秋》作新王之事」，源

於漢初學者不承認秦亦受天命，「黜夏、親周、故宋」則只是易代之後的禮

制，「猶今云絀宋、親明、故元」。76前者只是「一時師說」，後者則隨時推

移，總之皆非「《春秋》之旨」。由此，蘇輿以漢初的語境脈絡為說，取消

了「《春秋》作新王之事」的時間超越性，將其壓抑至漢初歷史脈絡的限制

之內，既反駁歷來將此句推演為《春秋》教旨的說法，也連帶反駁將〈三

代改制質文〉視為孔子改制之文。 
同時，蘇輿也詳細辨析：所謂「作新王之事」、「立新王之道」云云，

不能解為孔子即是改制之君。《春秋繁露義證》在〈玉杯〉「是故孔子立

新王之道」下論「改制」與「素王」，長文辨析此句不能解為孔子自當王

號，首云： 

制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後能改元立號，制禮作樂，非聖人所能

託。道不變者也，周德既弊，而聖人得假王者以起義而扶其失，

俟來者之取鑒。故曰孔子立新王之道，猶云為後王立義爾。義

者，道之宗也。77 

自此以下，蘇輿詳細爬梳此尊孔之說的發展軌跡：初為孟子將孔子與聖王

並論，至《公羊傳》與西漢儒者稱孔子《春秋》為素王之業，再發展至東

漢儒者稱《春秋》受命，而後出現《春秋》為漢制法之說。他和康有為同

樣將「素」解為「空」，但沒有回應康有為「佛亦號空王，又號法王」的說

法，78而是藉上述思想史軌跡強調「素猶空也，孔子自立素王之法耳，非敢

 
74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7，頁 186。標點為筆者所改。 
75 同上註，頁 187。 
76 同上註。 
77 同上註，卷 1，頁 27。 
78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孔子改制考》，卷 8，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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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謂素王」，「蓋後人尊孔以尊王之意，非孔子所敢自居也」。79換言之，相

關說法並不是康有為所謂孔子自居王號的證據。蘇輿並總結云： 

夫《春秋》立義，俟諸後聖。後聖者，必在天子之位，有制作之

權者也。漢之臣子尊《春秋》為漢制作，猶之我朝臣子謂為我朝

制作云爾。蓋出自尊時之意，於經義無預也。後人不明其旨，而

附會支離，自此起矣。80 

又〈三代改制質文〉「謂文王也」句下，蘇輿先辯駁康有為援引的王愆期「孔

子為文王」說，再次強調： 

立義可託王，正朔服色不可託王也。81 

即所謂「立新王之法」無關「改制」，只是「立義」。藉著上述兩方面的辨

析，蘇輿反駁康有為改制說最主要的文獻依據。 

（二）「改制」與「立義」之別 

進言之，上引三段論「改制」的文字亦皆包含另一個關鍵詞―「立

義」。蘇輿之言無論詳簡，都同時駁斥「《春秋》改制」而強調「《春秋》

立義」。然則「立義」如何不同於「改制」？《義證》在《春秋繁露‧王

道》「《春秋》立義」句下詳細說解： 

《春秋》為立義之書，非改制之書，故曰「其義竊取」。鄭玄釋

《廢疾》云：「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蓋制宜從

周，義以救敝。制非王者不議，義則儒生可立。……存其義以

俟王者之取法創制。《傳》所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者

也。」……《淮南‧氾論訓》：「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

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立，亦謂立義也。何氏注《傳》，輒云《春秋》之制，其實皆義

而已。……〈太史公自序〉云：「周家既衰，……為天下制義

法。 」……並得聖人之旨。82 

 
79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1，頁 27。 
80 同上註，頁 28。 
81 同上註，卷 7，頁 182。 
82 同上註，卷 4，頁 109。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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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引《淮南子‧氾論訓》一段，是《孔子改制考》指孔子創教立制的

論據之一，且見於卷 5、9、14、15 共四處。而蘇輿直指其中「孔子之所立」

為「立義」，表示他認為此處康有為所解之「立制」，應為「立義」，二者在

此是一組對峙的概念。而這個對峙關係的由來，依照文脈，應該歸於蘇輿

所引述的鄭玄之言，即「制宜從周，義以救敝。制非王者不議，義則儒生

可立。……存其義以俟王者之取法創制」。由此推知，蘇輿分說「《春秋》

立義非改制」，又在論說「改制」時強調孔子並未自當新王，皆是本於這個

制屬君王、而義屬儒生的分殊。 
綜觀上述幾個論點，蘇輿反駁康有為改制說的癥結似乎在君臣之防。

《義證》的行文每每清楚區隔「天子改制」與「孔子立義」，這便傳達君

王與臣民不臘等的意涵。況且蘇輿另亦透過《義證》注解，反對康有為早

期所說的君民平等。83《春秋繁露‧王道》「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

民之心」句，康有為評說為「蓋聖人以為吾亦一民，偶然在位」，84蘇輿則

於此詳論貴民之義，並於最末附論：「故曰民貴，古人之立訓也。與民則曰

君尊，與君則曰民貴，各致其道，交成其治。若與君言尊，與民言貴，則

其義荒矣。」85其後更藉著〈王道〉「未有貴賤無差，而可以全其位」，另

有所指地總結：「貴賤平等，大亂之由。」86可知蘇輿堅持貴賤應有差等，

進而可能以此觀點表述他的改制說。 
然而可注意的是，上述注解其實還包含另一組相對而立的說法，共同

構成蘇輿的整體論說。前引〈玉杯〉： 

制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後能改元立號，……。道不變者也，周德

既弊，而聖人……，猶云為後王立義爾。 

由於是「孔子立新王之道」的注解，這段文字及其後引證主要在區隔前述

之「王者改元立號」與「聖人立義」，說明何以「孔子立新王之道」不能解

釋為孔子行改制。但是，此處「改制」與「立義」實際上牽帶出兩組對立：

 
83 需指出者，在缺乏「權利（right）」這個概念工具的情況下，康有為與蘇輿所爭論的「君

民平等」，其實仍在貴民和君臣倫常二義的視域中。如此一來，正如蘇輿其實並不反對

康有為持說的貴民思想，《春秋董氏學》所謂「蓋聖人以為吾亦一民，偶然在位」，也

很難說必然意謂取消「君」、「民」的身分位階。 
84 ［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卷 6 下，頁 181。 
85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4，頁 98。 
86 同上註，頁 128。案：實則前後文脈意為君王應能持守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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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直接連繫「改制」、「立義」，並以「能否為」分殊的「王者」與「聖人」；

二是被蘇輿陳述為理據緣由，並以「可否變」分殊的「制」與「道」。而後

一組詞彙，又見於〈楚莊王〉「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

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句下注： 

申制度之可改，以明道理之決不可改。87 

同篇「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句下，蘇輿增字解義，同樣納入「制

度」與「道」以「變」相對的觀點： 

言古者苟可以循用先王之道，何莫並制度而因之。言道亦可變

也。88 

由此，可以看到蘇輿改制說中相關概念的基本關係：「制度可改」相對於「道

理決不可改」。「制度可改」相屬於「惟王者能改元立號」；「道理決不可改」

則相屬於「孔子／《春秋》／儒生立義」。 

（三）道、制、事之分 

進一步看，蘇輿對「制度」和「道理」之變與不變尚有詳細申說，而

他的論述梳理可分三層。其一，蘇輿將所謂「制」區分為「制」與「事」。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批評「近儒」改制說，云：「夫《春秋》重義不重

制，義則百世所同，制則一王所獨。惟王者受命於天，改正朔，異器械，

別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舊制，沿用已久，仍復並行，

此古今之通義。」89而蘇輿〈春秋繁露考證〉收錄該文，以小字加注云： 

制與事判然不同，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是之謂

制。制者一成而不可易，非天子不制度是也。若工虞水火，若兵

刑錢穀，是之謂事。事者，臣工所條奏，儒生所講求，先民有

言，詢於芻堯是也。制所以定民志，事所以達民情。……漢人語

言簡質，往往混事於制。90 

引文刪節處，蘇輿不指名地批評「孔子改制」說，可知此論針對康有為而

發。對比朱一新文，蘇輿所謂儒生立義、君王立制的二分架構可能受到朱

 
87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1，頁 18。 
88 同上註。 
89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春秋繁露考證》，頁 506-507。 
90 同上註，頁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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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啟發。但是由上引注解也可看出蘇輿另有己見。因為他將清人稱為實

學的「工虞水火」、「兵刑錢穀」區隔開來，並將相關制度歸類為「事」。引

文又首揭「制與事判然不同」，是以後文所言「制」所有，實即「事」所無。

則綜觀所言，「事」旨在通達民情，要徵詢、隨順民意，因此理應具有變動

性，既非「一成而不可易」，也不適用朱一新所謂「沿用已久，仍復並行」。 
「事」以外，則有「制」（制度）。上引文顯示蘇輿對「制」有兩面

論說―相對於「事」時，蘇輿云「制一成而不可易」；但相對於「義」

時，則說「制」是「可改」。箇中分殊，蘇輿在〈三代改制質文〉歷數三

統之制一段末注云： 

帝王有作，天之正朔、人之典禮、物之聲色臭味形質，皆有自然

之變遷，以懲其敝而易其用。……故曰「王者有改制之文，無變

道之實」。伊川程子云：「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

文質，隨時之宜。……。」91 

又《春秋繁露‧度制》「今欲以亂為治，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句下

注云： 

我朝左都御史陳廷敬疏言：「官員士庶，冠服衣裘，飾用之制，

婚喪之禮，有宜更定者，斟酌損益，務合於中。……如緞綢，昔

有官民之別，今則雜然無辨矣。並宜釐正，使永遠遵行。」正合

制度之意。92 

蘇輿說「制所以定民志」，可知其所謂「制」關乎政治安定，且由正朔服色

擴及某些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朝之法。由於關乎政治安定，「制」便有另兩項

特性，一是限由君王訂立，二是不能輕言改易。除非實際運作時出現偏差

（例如「雜然無辨」），才能「斟酌損益」而「更定」。然而，此時並不是真

正變革成制，而是「釐正，使永遠遵行」，意為變以復原，即董仲舒所謂「復

修」之變。至於真正的「改制」，則只出現在政權易手之際。此時帝王創制，

有「自然之變遷」以「懲」積敝。可見「制」之「可改」或有變，是從易

代的角度來看，意即程頤所謂「隨時之宜」而一代有一代之制。93（此之所

 
91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7，頁 207。標點為筆者所改。 
92 同上註，卷 8，頁 227。 
93 並可注意的是「懲」字的訓解，單救文字來說「懲」字此處可解為「止」或「革」。而

蘇輿在〈玉杯〉「繼周之弊」下博徵各說，主要連結於董仲舒的文質說，並以因時救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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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述蘇輿批評康有為「議變更於守成之代，則不識治體矣」，因為易代雖

需「改制」以更新，但更新之後就要「不易制」，以定民志民心。） 
變與不變的第三層則為「道」，或云「道理」。不同於「制」有改與

不改的兩種情況，蘇輿極力強調「道」乃「決不可改」，《義證》的注解

屢言「不易道」、「不改道」。至於較詳細的闡釋，則見於〈三代改制質

文〉三統之制一段末所作的總注解： 

……而所以範圍此法制與倫紀者，則百王同道，不可易矣。否則

無以繫天下之人心而弭其畔亂。強欲治之，而不可終日。故曰

「王者有改制之文，無變道之實」。伊川程子云：「三王之法，各

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孔子所立之法，乃通

萬世不易之法。……。」輿謂不易者止是道。94 

至於「不易道」所關涉的具體人文範疇，則見於〈基義〉注： 

輿案：陰陽不易者也，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亦不易者也。95 

前云「制」以定民志，此云「道」以繫人心，二者粗觀意涵相近。但二者

也有一個明顯的區隔。即「制」在易代的脈絡限制之中，一王有一王之制；

而「道」卻是「百王同」而不受易代所影響。也就是說，蘇輿將董仲舒解

說「三王之教所祖不同」時的先王之道變，歸屬於「制」；獨以「萬世不變」

繫於「道」字。蘇輿改制說中的「道」對於人的意義遂被廓清整理在更具

普遍性的層次，超越時間推移或政權興衰，是任何人皆不可挑戰的基本秩

序。而這個基本秩序，具體而言就是君臣、父子、夫婦三綱。這個觀點並

見於《春秋繁露‧楚莊王》「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

文義皆如故，亦何改哉」下注。如本文第二節所述，董仲舒意指治世繼治

世就不必有正朔服色以外的變化，即「是否需改」的問題。但蘇輿的解釋

導向「是否可改」的問題，云： 

 
為旨。可知其所謂「懲其敝而易其用」不只是止弊，也有更新之意。［清］蘇輿注，鍾

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1，頁 28-29。 
94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7，頁 207。標點為筆者所改。並案：蘇

輿此處強調「不易者只是道」，有澄清用詞之意。因為程頤用了「法」字，而蘇輿將「法」

歸類為「有敝」。見《春秋繁露‧考功名》「考績之法，考所積也」下注「法立敝生」。同

上註，頁 174。 
95 同上註，卷 12，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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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制度之可改，以明道理之決不可改。《禮‧大傳》云：「不可

得而變革者，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董子復推廣於政

教、習俗、文義，所以防後世之藉口蔑古者周矣。文義，謂文字

訓故。96 

此處將董仲舒所提出的七個關鍵詞分為兩組。政治、教化、習俗、文義，

屬於「推廣」，意即「大綱」、「人倫」、「道理」為主旨。然三者無說，而是

直接統括為「道理」，可知蘇輿又以「道理」統言「大綱」和「人倫」。綜

上，他所謂決不可改的「道理」，意即三綱，是人心之所同的基本秩序，變

則亂不可止。 
除了可改與否，蘇輿沒有直接說明「道」與「制」的關聯，但是這個

問題在他的改制說中仍然有值得注意的線索。蘇輿區隔制、事而將「制」

限定為「不可易」、「以定民志」的一朝之法，又說「改制」源於帝王興

作時「懲其敝而易其用」。這表示「改制」一方面並非百姓日用，另一方

面則並非無「用」，而是涉及政治運作的基本秩序，因而不可輕變且需懲

敝。進言之，蘇輿也並不認為政治與「道理」無關。《春秋繁露義證》將

教化視為政治的一環；如〈楚莊王〉注將董仲舒的「政治、教化」簡併為

「政教」，〈精華〉及〈深察名號〉兩用「政教」解釋董仲舒之「教」字，

又云「董生歸教化之責于王，欲政教合一，而其化易行也」。97這種含納教

化的政治觀，意謂蘇輿所說的「改制」其實仍與董仲舒所謂的修復大道有

某種關聯，且通於董仲舒改制說之「更化補弊」的原有意涵。98 

（四）蘇輿改制說中的同與變 

由此，又可進一步看到蘇輿改制說的兩層結構。前述「君王改制、孔

子立義」的說法，使「改制」成為君臣之防的界線，區分有權改制的君

王與無位的孔子乃至儒生。但是「立義」與「改制」並非無關。前引〈玉

杯〉注： 

 
96 ［清］蘇輿注，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卷 1，頁 18。標點為筆者所改。 
97 同上註，卷 3，頁 91；卷 10，頁 289、294。 
98 然則吳震云蘇輿「董生歸教化之責於王，欲政教合一」一語是蘇輿「充分發揮了自己的

歷史想像」，並據此指蘇輿是「極端保守」而對立於康有為的說法，或許可再商榷。該文

並指此「不是董仲舒思想的旨趣所在」，未詳所據。吳震：〈康有為「孔教國教化」的政

教設想〉，《孔教運動的觀念想像：中國政教問題再思》（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
年），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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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道之宗也。 

並參前引〈王道〉注引鄭玄「義則儒生可立。……存其義以俟王者之取法

創制」。這兩句注解內含一個漢代以來的儒者觀點：君王若要完成其政治任

務，就要取法於儒生所立之義。「俟」字形成人臣孔子從君之志的外在儀節。

但是在此同時，君王之上有「百王所同」的「道」―超越政權更迭，且

是所有君王共同的政治任務。因此君王「創制」不能隨興所至，而須取法

於義，成就「決不可改」之「道」，方能「繫天下之人心」。並且，君王所

掌之「改制」是可改者，孔子所立義，則關乎不可變的「道」。這表示君王

改制、孔子立義的相對關係中，不只意涵君臣的身分之別，也意涵政統與

道統的區隔與合作關係。 
而在這個理論結構下，蘇輿的改制說一面正視變化，一面削抑變革。

蘇輿對「制」與「事」的分析很值得注意。他將涵蓋過廣的「制」區分為

隨時可議改與不可輕易變動的兩類事務，相當實際地注意到政治運作對安

定性與靈活性的兩面需求，既要避免一概因循所導致的僵固，也要避免重

要問題無所適從所造成的不安。他對於所處時代的定位本是「守成之代」，

沒有改朝換代後草創新制的背景或問題意識，因此這樣大幅容納「變化」、

開放其空間與可能性的說法，有其獨到且重要之處。不過，也因為不討論

易代，《春秋繁露義證》較不著重改制的「救弊」之義。雖然大量徵引相

關說法，但申說或案語都很簡略。董仲舒在三統、救弊的說法中寄寓的革

新之意遂被壓抑下來。再加上其說刻意突出「道同」，於是蘇輿改制說所

設想的人文世界，便總的呈現一種有變化但不變革的運作秩序。其中縱有

百王之制更迭、萬民之事興廢，但是總有一超越諸般變化的「道」統於其

上。換一個角度來說，人文世界會在一面持守道理，一面應變制、事之中

持續運作，而非如同康有為所說，有一世往下一世翻越的進程。這樣的視

野因而使得蘇輿格外不能同意康有為的改制說。不只是因為現實中的中法

西制之爭（如君民平等），而是因為蘇輿改制說中，超越脈絡的「道同」

要在脈絡中發揮作用，康有為的改制說卻將「道同」放在脈絡之外來說。

只是，康有為仿擬西方，欲將現實中抗衡政統的力量改以「教」（或云

教團）的力量來實現，因此對他而言，這是「創教」所要進一步開展的問

題了。 



文化變革之歧路：《春秋董氏學》與《春秋繁露義證》的「改制」論爭 127 

 

五、結論 

自董仲舒揭示「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故「聖王之繼亂世

也，埽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的道同、道變之義，「改制

說」便蘊含人文秩序如何變革的問題。康有為在一種以道同為宗旨的架構

下論說世變。之於現世，康有為的改制說描繪一種向著下一時程進化的人

文秩序變革，各進程並不修復或繼承前者，而是飛越入一個幾乎全然不同

且更好的新階段。只是，所謂的變革進程，又全都出自孔子之手。變則變

矣，總是一道，各進程並不革除（甚至也不能說是補正）前者，而是接續

完成一個共同的目標―大同世界。孔子之道因此超脫諸變之外，作為統

領一切制度之變的恆久存在。而蘇輿的改制說則將道同與諸變並置於人

間。他指出一種層次井然的人文秩序，其中有隨順當下民情的「事」，再

有作為一朝之法的「制」，終有百王所同、決不可改的「道」。孔子所「立

義」的「道」遂在世間統領「制」、「事」之「變」，永如恆星。這表示，

此一人文秩序無論如何變，都會持守著一個一貫的核心。惟在此前提之下，

制如何定，事如何改，有其斟酌商量、因時推移的空間。 
據此，康有為和蘇輿對人文秩序變與不變的觀點，既有比現實政治立

場更深刻細微的分歧，也有在改制說論題脈絡中相承、相通的共同關切。

先可注意者，是「道同」與經驗世界的關係，乃至相應的道、政關係設想。

如前述：針對「道同」在經驗世界的實踐問題，董仲舒的「改制更化說」

歸諸政治範疇中的教化及君王的教化之舉，蘇輿的「改制立義說」歸諸孔

子立義且超越政權的人倫秩序，康有為的「素王改制說」則歸諸政治範疇

之外的孔教。若將「政」細分為「政治―現實政權」兩層，則清末兩種改

制說中「道」與「政」的關係，都不如漢初的說法緊密，而出現區隔、疏

離的意識。（雖然，無論蘇輿設想的超越政權或康有為的脫離政治，都將

不免糾纏於「教化」在既有文化視域中根深蒂固的政治性以及實踐上與當

下政權的連結性。）再從兩種改制說的整體架構來看，康有為和蘇輿雖對

人文秩序之變的方式各有闡述，卻都要兼容道同與世變，又都將孔子之道

設置為一種超脫變化的存在。這可以說是二家改制說的共同宗旨，也可以

說是兩人思考道之同、變問題時的共同思維。 
不可諱言的是，落進晚清世變的複雜局勢，這兩套帶著共同思維的文

化變革論，就容易顯得「針鋒相對」。相對於康有為，蘇輿的改制說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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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秩序的延續性。但是他將涉及「義」的「改制」限定為易代之舉，雖

然使得「改制」之變因而具有明確的時間點，卻也會使得較重大的人文秩

序改變與政權興替連結，從而增加「改制」的困難與變數。再者，清末世

變的現實脈絡相當複雜，蘇輿所謂「道」、「制」、「事」的分判，將涉

及非原生的新觀念與多方面的價值判斷，進而使得政治事務中的「決不可

改」與「可改」陷入耗時費力的爭議，甚至可能無法取得共識而終究落入

一成不變。這便會使得蘇輿之說在現實中顯得「保守」。換一個角度來說，

如同康有為般一概推為孔子所言，確實可能會是一種更快速、且可作更大

程度變革的辦法。不過，相較於蘇輿，康有為的改制說期待一種人文秩序

的躍升。這種跳躍如何啟動、普及、成功―康有為將這些問題過渡至「創

教」，沒有納入《春秋董氏學》對改制說的闡述。問題是，如果現實脈絡

中另有「孔教」把持所謂「孔子改制」的諸般變化，則「孔教」又何異於

蘇輿所謂持守變與不變的「三綱」，從而使得康有為之說看似只是為了樹

立其所主導的新勢力。反面地看，康說提示各種變化一概遵循孔子之制，

意即壓縮今人判斷是否可變的空間，從而阻絕新生之變在概念上的可能

性，反而意蘊一種極具保守性的態度。簡言之，雖然康有為和蘇輿都想要

兼容同、變，卻在晚清的複雜局勢中各有困難。二說適可互相映照出彼此

在現實脈絡中的長處與難題，並沿著各自的取徑走向看似迥然相異的現實

立場。 
然而，從現實脈絡的角度來看，「改制說」所內蘊的提問，本就有其

兩難之處。因為「人」既不是固著不變的存在物，也不能拋棄自身的歷史

視域。而「同」的穩定與桎梏、或「變」的革新與不安，皆是並在的一

體兩面。就此而言，康有為與蘇輿改制說不同的路徑與側重，其實並非

正、反對立的關係，而各執兩面之一，共同映照出儒家思想所謂先傳後倦

的全景。 
【責任編校：張浥雯、許庭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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